
民俗文化的地方性

表现
— 以京东高碑店村的节日传统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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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二社会”的对峙框架下，“地方”随 中国社会秩序形成过
程中的重要性，是为许多中国研究的学者所认可的。本文试图将“地

方”与“地方性”这两个对中国民众的社会存在方式具有根本性意义②

的概念，贯穿于传统节日文化的探讨之中。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节日

习俗在各个地方的表现都不可能是均质的，而要发现节日地方性表

现的丰富性及其所包含的文化解释，就必须将研究的视角由宏观向

微观逐渐转移。这样，村落作为地域性社区的基本空间单位的重要性

就凸现了出来。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将高碑店村视为一个地域性社区C考

察与分析当地的节日传统。需要说明的是，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

不想过多地讨论传统节日如何体现“民族性”文化内涵的问题，而是

将着力点放在了探讨高碑店村较为特异的节日习俗上。因为只有“节

日习俗的差异才能体现出在地方延续的传统，从而也深刻地体现出

民族节日体系的统一性特征”④。在这里，解读高碑店村的节日传统
并不想通过个案式的微观研究就做出整体性的推论，而是希望借由

这种努力表明，小型地域性社区的个案分析能够提供一个审视民俗

文化地方性表现的角度，能帮助我们从生活世界和民众的视角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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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认识民俗文化传统的一致性与地方表现的多样性之间的互动

关系。

一、高碑店:从嘈运码头到商农结合的村落

    高碑店村，在元以前名为“郊亭”。《析津志辑佚》书载“平津闸

三，在郊亭地”，《元史·河渠志》中称“郊亭闸二，在都城东南二十五
里。元贞元年改名平津”。高碑店村名形成较晚，据清((日下旧闻考》

记载:“通州至京城，中途有高米店，或呼高碑店。”按宋洪皓((松漠纪

闻云》:“潞县三十里至郊亭，三十里至燕，今之高米店疑即古之郊

亭，郊，高，音讹也。”当地人还有说法称此地曾名为高蜜店，据传说

可能与附近郎家园养蜂酿蜜，周围众人来此购蜜有关。清时为顺天

府大兴所辖，现隶属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下辖高碑店和东店两

个自然村。虽然经历了历史上多个朝代的更迭，但高碑店村的行政

区划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一直处于京哉重地的辖区之内。

    作为由槽运码头渐变而成的村落，高碑店村民俗文化的特点与
京城运河槽运的历史发展变迁是息息相关的。该村坐落在通惠河

畔。通惠河，是京杭大运河通州张家湾到京城的重要河段，也是北京

人赖以生存的水上运输要道之一。沿河而建的高碑店村，早在元代

就因嘈运的关系，成为皇粮商品的集散地。而现存的“老闸窝’，⑤遗
迹、村民的口述历史加之文献典籍的记载，都说明了槽运的繁盛不

仅促成了这个京郊村落的形成，而且为它带来了商机以及形成集市

的可能。应该说，元朝修浚通惠河是高碑店村发展的重要节点，使其

在国家层面上与北京城区发生了关联。或许正是因此，高碑店村的

地名便由“亭”转为带有集镇性质的“店”。随着晚清以来海运的发达

和铁路运输的替代，通惠河潜运功能渐渐衰微，再加上各地移民的

不断涌人，使得位于通惠河重要闸口的高碑店逐渐成为五方杂处的

杂姓村庄。

    通惠河水沿村落北边自西向东常年川流不息，使高碑店村中部

临河处地势较低。而地势的低洼和水源的充足，在通惠河沿岸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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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中部形成了多个对高碑店人有着重要意义的鱼坑。之所以强调鱼

坑的特殊意义，是因为村民记忆中的鱼塘毗邻且与之相关的渔业活

动十分丰富⑥，不仅暗喻着运河对当地民众生活与文化的影响，标示
出高碑店村非单一农业村的村落属性，同时也表明了高碑店村民众
在日常生活层面与北京城区百姓生活的关联。特定的地理位置与村

落成因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高碑店村的耕地面积，因此，农业耕种一
直没有成为高碑店村民主体惟一的谋生手段。高碑店的村民往往身

兼农民、鱼户、小生意人等数种行业职能。高碑店的小金鱼儿与蒲黄

愉的菜、草桥的花一样享誉老北京城郊。因此，我们应当将高碑店村

与华北地区大多数的传统农业村落区别开来，将它视为农村地区一

个在由码头渐进到集镇的发展过程中被称为村落的特例。可以说，

正是在京师文化和嘈运文化影响下的地域人文环境造就了高碑店村

商农结合的京郊村落文化，并使其在村落节日民俗的表现上具有了
特质。

二、一淡一浓的高碑店村春节与五月节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要讨论的地方节日传统，是留存在高碑店

村民众记忆中的传统形态，而不是当今生活的具体展现。本文所以

关注这种记忆中的传统，是因为历史与社会记忆常被认为是凝聚了

族群或社群认同的源头。⑦我们知道，任何历史的发生和表述都脱离

不了基本的群体背景和社会单位，而几乎“所有的历史事件、对历史

‘事实’的记录以及人们经过策略性选择的记忆方式无不打上‘地方

性知识’的烙印”⑧。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在民众的口述中，清
楚地了解到在这个群体的公共记忆里究竟遗留了什么，而这种遗留
的多个讲述版本的差异可以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群体怎样进行

记忆，这种记忆如何被打上“地方性知识”的烙印，这种带有地方性烙

印的群体记忆如何与“历史的制造”成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相对于华北地区其他传统村落而言，高碑店村村民对某些岁时

节日的认知有着较为特异的表现，即在当地民众记忆中，春节与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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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⑨的比重表现出不同于常例的失衡。中国传统岁时节日中，历来被
特别看重的春节，在高碑店村相对于端午节而言却显得冷清。而五

月节因为与当地富有盛名的娘娘庙会会期的重合，受到了空前的重

视，这种重视不仅源自庙会举办地的高碑店人，同时也获得了周边

多个村落村民的认同。下文将简略地对比高碑店村春节与五月节期

间的民俗事象，以期展现这种具有特殊性的失衡。

    作为“年节”之首，春节应该是华北地区民众时间观念中最为重

视的节日之一。经过长时段的历史沉淀，过年习俗已经具有了一定

的模式性特征。⑩不过在具有差异性的地域空间和地域人群中，年节
民俗往往会在“理想的节日类型”背后凸显出地方性的差异。虽然高

碑店村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使当地村民

与北京城区百姓在日常生活模式，尤其年节生活程序上具有一致

性。从腊月初八的腊八粥、腊月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到大

年三十贴春联、福字、门神、踩岁⑧，除夕的年夜饭、请灶王神码、祭

神、包接神饺子、守岁，再到初一拜年，初二抢银水、祭财神，直至初
五“破五”吃饺子，都不难发现其与北京城区传统的大年俗保持着统

一。⑧但是，每一事象具体的填充内容又有着高碑店村的地方性特
色，即具有对节期休闲活动安排的简化和对春节团圆意味的弱化倾

向。由于村落的构成主因是因嘈运带来的杂姓村，民众记忆所及的

各项年节活动，基本上局限在家庭内部，缺少村落整体性的族缘仪

式活动或联村式的仪式活动，甚至连本地极富盛名的高跷老会都极

少在过年时组织表演。在当地人的记忆与观念中，过年期间到北京

城里贩鱼或售卖小金鱼儿是维系生计的重要事件，很多高碑店人都

有不回家过年或正月初二过后就会恢复日常生活的经历。

    值得注意的是，高碑店人对于年节的表述往往会勾连到几个月后

的五月节上。与春节相比，五月节在高碑店人的认知中显然具有更重要
的地位和影响0。按照当地民众的说法，到了五月节，家家都要换新衣，

在外奔波的人即使春节不回来，这时都要回来。当然，老北京端午节的
习俗如插蒲艾、贴剪纸、吃粽子等事象在当地村民的节俗生活中也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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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这个节日的被重视主要应当归因于它负载了娘娘庙会这一载体，

从而带有一种公共性的特征。如果将春节视为高碑店村的内部节日，那

么五月节则是他们与外界进行联络的重要节日。娘娘庙会的会期是从

五月初一至初六，而旧时过端午节讲究从初一过到初五。两者的时间大

体一致。围绕娘娘庙会的信仰活动十分兴盛，除了烧香酬神之外，还有
“拜香”、“跳墙”、“送驾”等仪式活动。娘娘庙会的商业贸易和娱乐活动也

非常丰富，代表性交易物品多为农业生产用具、日常生活用品及应节食

品。此外，还有从城乡各处涌来的花会、杂耍、游艺等娱乐项目。开庙期

间，游人不绝，摊贩云集，香客纷拥，让五月节成为当地及周边村镇民众

的狂欢时间。

    当地民众如何安排不同节日期间的各项活动?他们怎样看待节

日期间发生的各种民俗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的意义?上文所展现的实

际上是对这样牛系列问题的解答，而解答的目的在于揭示高碑店人
对春节与五月节比重失衡的记忆。这样，我们才可能了解，在这种地

方性“历史”建构的过程当中，留存了多少当地民众对其自身所进行

着的文化创造与变通的诊释和虚构;并以此为基点，去寻找失衡背后
的发生动因，解析村落民众的生活形态对于节日文化形态构成的意

义。失衡作为春节与端午节这两大民族传统节日在高碑店村的特异

表现，所影射的并不是一个区别于华北社会的异型文化，而是在这样
一个区域空间或地域社会中，节日体系的统一性特征如何在地方得

以延续以及怎样延续的问题。诚如上文所述，如果我们将审视的目

光局限在高碑店村内部，那么当地民众的记忆确实展示了春节与五

月节不同常例的平淡与浓烈。但如果将视野的范围扩大，在北京这

个较大的地域性社区的传统节日体系中重新思考，那么紧随而来的

就会是这样一系列问题:年味真的淡吗?端午的节味真的浓吗?高碑

店人春节的出行与端午的回归究竟意味着什么?

三、商农结合的生计模式与节日体系的开放性

民族传统节日一般是根据巩固生产和社会生活秩序的需要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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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延续的。节日所表达的意义，实际上是一个集体对各种社会关

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这些认识作为集体的意志能够使每一个
人从情感上认同于自己的民族和地方社会，并且保持传统的生活方

式。因此，对于节日的研究应该与全部的地方生活相联系。⑩
    如果我们从经济空间理论的视角，关注作为一个地域共同体的

村落，就会发现，高碑店村之所以能作为地域性社区构成一个地域

共同体，不可避免地是交换行为的结果，也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施坚

雅⑥所强调的运输资源与地貌特点。而高碑店村民众如何过节同样

是与其区域社会中独特的地理区位相关。京郊与临水的地理位置，

形成了高碑店人对生计方式的独特选择。在这个位于城乡结合部的

村落中，历史上各类店铺的存在构筑了一个相对浓厚的商业气氛，

大部分村民对于商品交易具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因此，他们更多地

选择了商农结合的生计模式，即除了经济作物的耕种之外，还会依
据季节在村落内部和北京城区进行各种小型商业活动。尤其是到前

门西河沿及北京各牌楼贩鱼或到京城内部挑挑儿卖小金鱼儿，成为

北京城里象征高碑店村的一种特色行业。这种行业具有较强的时间
性，小金鱼儿的上市季节是腊月十五到正月十五。此时，也是城里鱼

市场生意最为红火的时节。每到此时节，当地的村民就会从村中的

鱼坑或城里的鱼市夏些小金鱼，趁着年节到城里胡同中去吃喝贩

卖。而村中“有头有脸”的鱼户们也多半无暇忙于自身的年节。可以

说，正是这样的生计模式或谋生需求使年节成为高碑店人一年中最

忙的时刻，少有华北传统农业村落冬季闲暇的各项娱乐活动。农闲

的缺失直接影响了当地的年俗模式，形成了相对冷淡的节日习俗。

    北京城里人有句老话，“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喜
好养小金鱼儿的人不在少数，希望在过年期间购买小金鱼儿以增添

喜气的人数更多。因而，高碑店人进城售卖金鱼的行为，在京城年节

体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可见，高碑店人为“奔饭辙”而春节

出行甚至不归的特殊选择，不仅是在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同时也

是服务于京城节日文化的需求。假若说高碑店村过年的年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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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恰是因为有了这种淡，才能烘托或增添了京城年味的“浓”。在这

个意义上，春节习俗的地方性表现作为文化因子支撑了更大区域节

日体系的统一。

    高碑店人重视端午，最初可能是受槽运带来的南方习俗影响。据

《日下旧闻考》引《明实录》，仅永乐年间，由湖广、江西征调的通惠河

闸夫，即达二千三百多人，而这只是明朝初年人夫调动的部分反映。

随槽运而来的南方移民很有可能成为高碑店村五月节备受关注的肇

因。⑩如果说高碑店村端午节俗的历史渊源关联着槽运文化的话，那
么娘娘庙则更多地植根于本土民众广泛的日常需求上。从庙的属性

上看，村民记忆中的龙王庙显然更贴近当地业缘群体的需求，但是随

着槽运对当地民众直接影响力的下降，具有普适性功能 (与生育有

关)的娘娘庙在生活方式渐趋多元化的本村和周围村镇显示出更为

重要的意义。虽然从目前的文献资料和口传资料中，我们尚不能明确

娘娘庙会期与五月节重合的结构性关系，只能推测两者的结合可能

暗喻着作为码头的村落与作为集镇的村落之间的角色转换。不过并

无疑问的是，高碑店村的五月节因娘娘庙会而更加兴盛。也可以说，
娘娘庙会成为高碑店村民众重视五月节的关键因素。

    有学者在明清华北庙会研究中指出，庙会在通都大邑带有更多

的文化娱乐色彩，而在乡村小镇则商业贸易色彩更浓。从庙会交易

买卖的物品中也可看出城乡之别，城镇中庙会买卖的日用百货较多，

杂以非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乡村庙会则多生产、生活必需品，实用

性较强。⑩比照之下，高碑店村的娘娘庙会活动，兼具了都市庙会的

文化娱乐功能⑩与村镇庙会的商业贸易实用性。⑩不过，在高碑店村
及周边村落的民众表述中，更多地体现了对其商贸功能的记忆。这

就说明，娘娘庙会是一个基于生计交换需求产生的具有开放性特征

的地方集市，它的存在与发展建构了高碑店村与周边城镇、村落业缘

和地缘外联的通道，由此形成的庙市也成为了区域性的集市中心。上
文曾经提及，春节期间极少露面的“公议助善高跷老会”，在五月节却

会盛装表演，并会邀请北京地区其他地域性花会前来助会。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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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碑店村的五月节除生计需求之外，还在村落自治组织形态与信仰

层面勾连着村落外部(京城与周边村镇)的多种文化。在高碑店人构

筑的这个集市平台上，文化的多元碰撞自然而然地会为五月节带来

繁盛与热闹。

    如上所述，在高碑店村五月节的空间架构里，虽然不可避免地

保留着与京师文化具有一致性的一般节俗，但填充于其中的内容更

多地反映了一种地方性的结构与诉求。而只有从地方性的视角出

发，我们才能发现，高碑店村节日传统中的失衡现象，所以能够在当

地民众的内部知识体系里获得常态与普泛性的认同，主要归因于当

地民众对生计模式的选择、内部业缘群体的构成及其与周边文化的

互动;并且，通过解读失衡与认同背后的发生动因，我们才能进一步

剖析村落民众的生活形态对于地方节日文化形态构成的意义。

  四、高碑店村节日传统的地方性与区域社会文化体系的一致性

    对于节日的理解，如果放到村落的架构中去分析的话，就会发
现地方性的区域特征，即使是程度的不同，背后也隐藏着村落地域

形态与生活形态的逻辑支持。帝都边缘与嘈运枢纽的地理位置，使

高碑店村的节日传统无可避免地成为京城区域社会文化体系中的

一个组成部分，即便当地民众对节期活动有着自己的特殊选择，但

作为地方性的表现，这种特殊选择在多种层面上与京城区域社会的
文化体系保持着一致。

    由于高碑店村位于北京城乡结合部的独特位置，它在先天上就

与北京城区及周边农村存在着特殊的联系，因而其村落生活也就拥

有了多样化的可能性。就历史溯源而言，高碑店村村民对土地的依

赖性一直不高，因而村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也相对容易打破自给

自足的局面，开放性程度比较高。与此相一致，作为城乡之间的交结

点，村落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日常互动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因此，

高碑店村内部，地区中心型的民俗文化活动比较突出，这既体现了
地缘政治的关系。也受到业缘和与外部世界特殊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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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来讲，从村落形成之日起，高碑店村的村民就不是严格意

义上完全依靠耕种为生的传统农民。虽然在行政管理层面上看，占

村落内部人口大多数的仍是农民，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务农的

同时进行着商业贩运等劳作。在农业耕种以外，既有以养鱼、贩鱼为

主的鱼户，以挑挑儿方式进行商业贩卖的小生意人，也有以看顾城

内大户坟地为主的坟户，和在高碑店本地经营各种买卖的小商户。
在高碑店盛极一时的后街，就曾毗邻着油盐店、骡马店、茶馆、悖悖

铺等多家具有兼营性的商铺。村民职业构成的复杂性，使高碑店人

与外部世界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因此，许多村民在接受了商业等

其他职业群体的文化之后，其生活知识开始变得多样化。他们按季

节或经常地外出和回归，促进了村落内部文化与外界文化的互相交

流。这种情况与一般华北地区的农村有所不同，华北大部分农村接

收外部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各级集市活动，而在高碑店村，附着于庙
会的集市活动与村民的外出行商共同构成了不同文化空间的联通

途径，从而使村落呈现出开放的特性。这种开放性自然也体现在村

落节日文化的传统当中，使其易于和京城区域社会的文化体系相互
关联、频繁互动。

    前文提到，节日体系一致性的延续往往体现在节日程序的安排

上，而地方性则表现在对节俗活动的特殊选择上。如果将民众在节

日生活中的每一种选择都视作一个文化文本，那么我们对节日地方

性的研究，就不应局限于挖掘节日在地方的特异表现，而应通过分

析个人文化文本之间的关联，来把握民众所属地域社会内部的文化
逻辑，以及这种逻辑与一个更大区域文化逻辑之间的关系。

五、小 结

    本文的研究，乍看之下似乎意在展现一个个案的特殊性，但实

际上，这个“特殊个案”真正的呈现目的，并不是想归纳出一种具有

本质区别的异型文化，而是希望通过它来说明民俗文化的地方性异

质表现及其形成原因。“对于民俗地方性存在的观察与理解，即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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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风’现象的注重，不仅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也

是民俗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所以在节日研究方面，尤其需要加强对

各地方节日活动的具体调查，加深认识这些节日活动作为历史记忆

的重要文化手段，如何叙述和解释了当地民众的经济生活、社会关

系、交往方式、宇宙观和人生观等。’，⑧正是出于这种思考，本文希望
通过解析高碑店村关于特定节日的民众记忆中出现的失衡与认同

之间的张力及其发生动因，来说明一个地域性社区内部民众整体生
活形态对节日传统构成的意义，以及这一传统构成和变迁过程中的

地方性表现。如果说高碑店村是特例的话，那么这个特例恰恰说明

了节日传统在地方的延续方式，并从地域或区位空间的视角，让我

们发现民众记忆与地方性历史叙事的相互关联，进一步明晰民族节
日体系的一致性与节日传统的地方性之间的互动、民众能动创造与

文化轨范制约之间的张力。

    (本文成果隶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俗文化遗产保护

与社会发展研究，项目编号为05BSH030 )

    ①在西方现代的思维框架中，“地方’，往往与特殊的文化、传统、习俗等因素联系在一

起，指涉一个内部群体相互关系的心理归属，以及他们从外部对该地区的区域认同意识。

这种地域认同意识，即一个地域性社区内部的民众(个体或群体)所具有的可被分享的地

缘意识。

    ②王铭铭:《明清时期的地位、行政与地域崇拜— 来自闺南的个案研究》，李放春译，

载于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神会转型— “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第81页，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虽然民俗文化的分布往往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但基于我国文化传统与现实操作

的考虑，我们仍然可以在一定行政区域内进行限制性的民俗文化考察，以便时其特质进行

理性的归纳，只要这一区域内部的民众时于该地具有地方感。

    ④刘铁梁:《节日文化的地方性— 以浙江沿海渔村调查为例》，载《中华民族新年的

庆典与习俗研讨论文提要集》，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主编，2006年。

    ⑤老闸窝原名平津上闸，是通惠河上的一座重要闸门。为节制水流，便于行船，通惠河

的主要干线上修建了系列水闸。水闸从西向东依次为广源、西城、朝宗、海子、文明、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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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东、郊亭、杨尹、通州、河门，共11个闸名24座闸。据《元史》记载，其中一些闸名在元贞元

年被改称。“其西城闸改名会川，海子闸改名澄清，文明闸仍用旧名，魏村闸改名惠河，籍东

闸改名庆丰，郊亭闸改名平津，通州闸改名通流，河门闸改名庆利，杨尹闸改名浮济。”文中

提及的“改名为平津的郊亭闸”即是现今的高碑店闸。至今，水面上仍留存着古代石闸闸梁

和闸墙的遗迹。这座古闸分别于1950年代和1980年代重建。闸前蓄水28万立方米，为北京

热电总厂冷却循环水的天然冷却场，主要担负防洪任务。

    ⑥由于潜运的中断，当地居民也逐渐脱离了世代依靠潜运谋生的生活;但是，并没有

就此终止运河文化对当地的影响。高碑店村人利用河道理塞，开塘养鱼、在城里贩鱼(包括

在前门西河沿等地开设鱼市场以及村民个人以游商挑挑儿的方式贩鱼)，从而形成了新的

标志性文化，以这种新形式使高碑店人的日常生活与京城百姓生活发生了关联。

    ⑦王明坷在《要基历史:羌族的弟兄故事》中做过相关的陈述:“透过‘历史’对人类社

会认同的讨论，‘历史’常被理解为一种被选择、想象甚至虚构的社会记忆。 ··⋯任何有中

国特色其实都是一种确定族群范围的认同和记忆。”载于黄应贵主编:《时间、历史与记

忆》，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9年。

    ⑧叶舒宪、彭兆荣、纳日碧力戈:《人类学关键词》，第10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4年版。

    ⑨高碑店村民众惯于将“端午节”称为“五月节”，因此，下文将采用“五月节”的称谓以

更好地体现出局内者的文化视角以及民俗文化的地方性。

    ⑩关于华北地区传统村落中的过年习俗，许多史籍和相关著作对此都有过介绍与研

讨，从腊月初八到正月十五，民众对每天的活动和饮食都有一定的讲究与说法，并且相沿

成习，流传至今。鉴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再赞述。

    ⑧所谓珠岁，即在大年三十的清早，把芝麻桔从各屋屋门的角路铺到大门道，家里人

进进出出，跟路到上面嘎嘎作响，取殊去旧岁迎新岁之意。

    ⑩在高碑店村，按照民间习俗，过年期间也颇有程式，亦有特定的称谓和相沿成习的

娱乐、祭祀、饮食等内容。分析高碑店村村民记忆中典型的年俗事象，可以发现它与北京大

年俗在模式上具有一致性。具体内容详见 《高碑店村村落民俗文化志调查资料》(内部资

料)，北京民俗博物馆编幕,2005年。

    ⑩具体内容见《高碑店村村落民俗文化志调查资料》(内部资料)，北京民俗博物馆编

幕,2005年。

    ⑩刘铁梁:《节日氏俗展示社会秩序的意义— 以贵州台江县姊妹节与划龙船节的关

系为例》，载《民族国家的日历— 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会论文提要集》，中国民

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主编，2004年。

    ⑩作为一个经济空间理论人类学家，施坚稚(G.William Skinner)或许可称作系统地论

述中华帝国的区系格局的第一人，他用经济决定论解释了国家与社会在传统中国的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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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存，并用正式的经济模型和目的论的理性概念来研究中国社会。

    ⑩据高碑店老人的记忆，他们的长辈曾有这样的说法;南方来的潜船船工，每到端午

节都停船歇工一天。从四月到九月，是潜运繁忙的时节，船工却例于五月初五休息。这种对

端午的重视，很有可能在长期的融合之后，成为当地特有的习俗。具体内容详见((高碑店村

村落民俗文化志调查资料》(内部资料)，北京民俗博物馆编幕,2005年。

    ⑩赵世瑜:《狂欢与日常— 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版 。

    ⑩在高碑店村的娘娘庙会上，有许多娱乐活动如拉洋片、耍耗子、耍乌丢丢等都是从

北京城里的天桥等娱乐场所流动过来的。

    ⑩ 娘娘庙会的集市性交易物主要以农具为主，其会期恰逢种地农户五月麦收之时，

因此具有应时的实用性特征。可见，庙会的会期与当地民众的行业特点、生活规律是相适

应的。

    ⑩刘铁梁:《节日文化的地方性— 以浙江沿海渔村调查为例》，载《中华民族新年的

庆典与习俗研讨会论文提要集》，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主编,2006年。

    (康丽: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讲师，

博士;关听:北京民俗博物馆资料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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